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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農業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的

視角看台灣問題

⊙ 卿文輝

 

大陸國家、海洋國家和陸海複合國家的區分，是麥金德和馬漢以來的地緣政治學、軍事學和

戰略學等學科中的基本概念。島國和海岸線明顯長於陸上邊界的半島國家，是海洋國家；沒

有海岸線的內陸國家和雖然頻海但缺乏開闊的出海口或海岸線顯著地少於陸界的國家，即為

大陸國家。陸海複合國家的地理特徵則是：既有廣闊的陸地版圖和很長的陸地邊界，又有漫

長的海岸線或與開放的海洋相鄰。據此，多年來，把諸如古典時代的雅典、近代以來的英國

和日本界定為海洋國家，把古代斯巴達和俄羅斯（蘇聯）界定為大陸國家，以及將近代以來

的法國和美國界定為陸海複合國家等等，已成為學界共識。

大陸文明、海洋文明和陸海複合文明等概念，正是建立在上述國家分類之上的。在工業時代

以前，大陸國家往往以農業立國。在工業時代，大陸國家的眾多人口和廣闊版圖往往也決定

了其經濟與海洋國家相比具有更強烈的自給自足性質，經濟對外依存有限，而不論這個國家

處於工業化的哪個階段。海洋國家則往往傾向於貿易立國，在工業時代來臨後尤甚。因此，

大陸文明在前工業時代往往屬於農業文明，海洋文明則數千年來往往就是商業文明的同義

語。陸海複合文明是地理上的陸海複合國家所可能發展起來的文明類型，顧名思義就是兼有

大陸和海洋文明的規定性、而且兩種特性大體同樣明顯和重要的文明。在近現代世界上，陸

海複合文明的基本內涵往往同時包括：發達的工業經濟，廣闊的國內市場，農產品的自給自

足和發達的海外貿易。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的法國和美國皆如此。誠然，無論是作為國家還是

作為文明，大陸與農業、海洋與商業在歷史上和理論上並沒有嚴格的一一對應關係。自然條

件與經濟形態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一切依具體的時空條件和歷史主體的選擇而轉移。屬於

陸海複合文明的國家，一定是地理上的陸海複合國家，如美國；反之則未必，如中國數千年

來一直是典型的陸海複合國家，但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屬於大陸農業文明。

談到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陸權和海權這一對概念。這兩組概念有聯繫，

但也同樣沒有一一對應的必然關聯。根據筆者對地緣政治學和戰略理論的理解，這一對概念

有兩層含義。一是軍事學的含義，分別指的是在特定時段對特定的陸地和海洋包括各自的上

空的軍事活動的控制權或者壓倒性軍事優勢，二者均是戰略性的。二是大戰略的含義，分別

指的是一個戰略力量如國家和國家集團對一個廣大的陸地區域或海洋區域，在一個長時期

內，不論戰時和平時，在商業、政治和軍事上擁有的顯著的優勢地位。本文對大戰略的理

解，基於已故英國戰略思想家利德爾．哈特的思想1。按其思想，戰略和大戰略的主要區別在

於，戰略是純粹的軍事概念，大戰略所涉及的則除軍事外，還包括眾多非軍事領域，如政

治、經濟、外交和文化。本文中的陸權和海權，多是大戰略意義上的，至於每一次表述時的

具體含義，沒有必要一一辨明，相信會家自然心知。



無論在經驗上還是理論上，大陸國家相對於海洋國家、農業國家相對於商業國家，更易於、

也更傾向於獲得陸權，但並不必然如此。同理，對於海權，海洋國家之於大陸國家，或商業

國家之於農業國家的關係，也是類似的。

從大歷史的尺度來看，大陸－農業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的差異和對立不失為觀察台灣問題

的一個有價值的視角。東亞大陸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對於中華民族成長為一個巨大的農業

民族，顯然是極為有利的；大陸型的自然環境和農耕型的經濟生活的緊密結合無疑是傳統中

華文明的最大特點。中華文明作為大陸－農業文明的存在至少持續到1949年，在相當程度上

甚至可以說持續到1978年即改革開放開始的那一刻。雖然中國具有的巨大資源使之擁有成為

陸海複合文明的潛力，但只是改革開放才開始釋放出這種潛力。

一 台灣問題的一個根源是作為大陸農業文明的中國忽視海洋的傳統

地理上，中國是陸海複合國家，但從文明的角度看，傳統中華文明始終是大陸文明而非海洋

文明，是農業文明而非商業文明。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兩千年來，中國是東亞大陸的陸權

的核心，這種核心地位具體體現為：以中國的中原王朝為最高宗主的朝貢體系。北方遊牧民

族的數次入主中原，並沒有動搖中原中央王朝對東亞大陸的支配權，充其量是通過衝擊的方

式更新這種支配權。在朝貢制度下，中原王朝或所謂天子，對於臣服和朝貢的周邊各民族，

即環繞著中國形成東亞的邊緣地帶的那些地區及其政權，不抱任何土地擴張和直接統治的欲

望，尤其是對那些西太平洋上的島嶼。用現代語言說，二十世紀以前的歷代中國中央政府都

沒有任何海權意識或控制海洋的欲望，甚至對屬於中央皇權直接統治下的邊疆土地也抱著可

有可無的態度。班固嘗言：「四裔之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者懲而禦之，去者備而守之；其慕義而

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2 「得之不為

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3

中國很早就擁有海岸線，但中國人從來就不要求了解海洋，不去征服海洋。中國甚至對近海

水域也不加控制。沿海的航運業和漁業雖早已有之，但與中國海岸線之長、海洋資源之豐富

以及龐大人口的潛在需要相對照，很不相稱。中國政府對於從事對外貿易和航運事業的中國

人，既不鼓勵，也不保護。在西方人從海上來到中國沿海以前，中國從未遇到過來自海上的

強敵。因此，中國人對於海的觀念和中國政府的有關政策，兩千年來沒有改變。

由於東亞大陸邊緣地區和西太平洋的文明發展，長期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也由於在工業革

命以前處在遠西的歐洲文明還沒有能力對遠東的中華文明進行大規模的侵略，這種海權意識

的淡漠才沒有演變成從海上對中原陸權的威脅。而這也就意味著，一旦中國近海被富有侵略

性和進取心的海權意識強烈的力量所控制，中國建築在陸權基礎上的傳統的安全地位就會岌

岌可危。從十六世紀倭寇之患開始，這種可能性就開始浮出歷史的水面；從十七世紀西方海

洋文明染指東亞以來，這種可能性就逐漸成為現實。台灣正是從那時開始成為「問題」的。

在大戰略意義上，傳統中國所擁有的陸權和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地緣政治學和軍事學上所謂的

陸權不完全是一回事。後者是一種積極的、富有進取心的、說得不客氣是侵略性的概念，它

主要涉及武力的籌劃和使用，服務於地區或世界霸主的霸權利益，並因而具有動態的性質；

中國的陸權則是一種基本上消極的、防禦性的和自足的存在，是主要基於漢民族的巨大數量

和文化優勢而非征伐所取得的在一塊廣闊大陸上的農業存在，基本上是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



自發狀態。兩者的共同處都是一個戰略力量對於一塊土地的長時段和排他性的控制，並且能

夠利用這種控制攫取其資源，因而都可以稱為陸權。

從北宋開始，東亞近海的貿易開始活躍，但直到晚清建立南、北洋水師及同時期的日本開始

發展近代海軍，東亞近海還停留在馬漢所謂的「自然狀態」，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海

權。但在這九個世紀中，也曾出現過中國人握有某種近似於現代海權的事態，即十五世紀早

期的鄭和下西洋和明末清初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首的海盜兼海商集團的崛起。說是近

似，原因在於，其一，無論是鄭和時代的明廷，還是鄭氏父子，都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海洋和

海權意識，沒有意識，也就談不上自覺的控制海洋的行動；其各自的海洋優勢，更多的是其

他訴求的副產品。其二，海權有兩個必備要素；海上商業和海軍。而鄭和船隊和鄭氏集團不

僅經營著龐大的對外貿易，也有某種意義上的海軍，雖然是中世紀水平的。在這兩個時段，

中國人之所以擁有對東亞近海的不可爭辯的海上優勢，原因很簡單，在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

前，只要不自我束縛，即使是農業中國的海上活動，其巨大國力也足以使得任何同中國在西

太平洋進行海洋競爭的努力都顯得可笑。可惜，在內向自足、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這樣的

事態只能是曇花一現。明成祖死後，中國主動放棄了海洋，開始了直到鴉片戰爭才結束的禁

海政策，這就為日本武士和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早期西方殖民勢力進入西太平洋留下

了真空。從1600年到1854年，由於日本也實行鎖國政策，由於西方列強忙於歐洲大陸的宗教

和霸權戰爭，特別是由於工業革命前西方尚沒有力量征服中國這一空前絕後的巨大的農業帝

國，其殖民勢力僅局限在東南亞，西太平洋幾成無人競技的舞台，著實太平了一陣子。

歷代中央政府雖然很早就意識到台灣在地理上的存在（從西漢開始），但僅僅把台灣視為蠻

荒之地，至南宋起始把台灣納入中央政府軍事管轄的範圍。西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派

水軍常駐澎湖，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澎駐軍。元代開始行政管轄。在明代，行政管轄多停

留在紙面上。1626年到1642年，荷蘭與西班牙為爭奪台灣反復較量，最後荷蘭獨佔了台灣4。

此時明朝內憂外患，國力銳減，無力顧及台灣，主觀上也不重視。1661年，為了給他和他所

效忠的南明小朝廷尋找一個偏安之地，鄭

荷蘭人被逐出台灣後，「一則欲取台灣，二則以圖通商」5，於1662、1663年兩次向清廷主動

請纓，願以海軍助攻台灣，條件是收復後仍歸荷蘭，並在1663、1664年兩次協助清軍攻台6。

荷蘭還是當時唯一接受西方人普遍認為不平等的朝貢之禮、因而被清朝禮部唯一允許定期朝

貢的西方國家7。清廷對荷蘭殖民者這些表面上的恭順讚賞有加，還曾派官員與荷蘭人一道前

往台灣招撫。1678年閩浙總督姚啟聖奏請「用荷蘭為先鋒，攻克兩島（何所指不明－作者

注），然後合攻台灣還荷蘭」。康熙帝竟然應允，於1679年派員赴巴達維亞（今印尼的雅加

達，當時為荷蘭的殖民地）與荷人談判合作攻台，因荷蘭人額外提出高額的助兵費用而致談

判破裂8。台灣因而免於再次落入荷人囊中。

1683年，清軍攻克台灣。收復之初，清廷一度考慮盡撤台灣島民回大陸，放棄台灣。康熙帝

當時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9當時中國一流的具有初步海權

意識的戰略家施琅力爭：「台灣有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據，奸徒竄匿其

中，亦未可料，臣以為守之便。」10康熙帝醒悟，廢棄島遷民初衷，將台灣歸屬在福建省泉

州府管轄。從康熙朝開始對台灣的直接統治到1887年台灣設省，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裏，

清政府一直把台灣視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清政府收復台灣，其動機與領土主權無關，只是為了清除一個分庭抗禮的政權。即使是在中



國封建君主中堪稱最英明的並對西學頗有鑽研的康熙皇帝也沒有近代海權意識和領土主權意

識，差點作出放棄台灣和將之讓給荷蘭人的糊塗事。清初竭力撲滅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收

復台灣是這一努力的最後一舉。此舉一方面使中央政府第一次對台灣實行充分的行政管轄，

另一方面，明末開始稱雄於遠東海上的中國海上商業和軍事勢力也因此一命嗚呼，從此中國

再也沒有出現強有力的海洋勢力與西方抗衡，進而埋下了台灣再度與大陸分離的種子。消滅

鄭氏海上集團後，清朝將注意力幾乎全部放在西北疆，根本沒有意識到海疆潛伏的危險。當

然，這一政策對於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著重要貢獻。

二 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台灣一直處於一種由地理上的邊緣地位所決定的文化

和政治上的邊緣地位

中國顧名思義乃中央之國，這是一個典型的兼具自然與人文、政治和文化等多重意蘊的概

念，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也就是一部東亞大陸中心地帶的文明向邊緣滲透、也即擴大中心地

帶的歷史。這種邊緣的最終界限既是大自然劃定的，也是文化的結果。就自然而言，漢民族

作為農業民族，不論其有多麼頑強的生存能力，也只能擴張到自然地適合於農耕的地區。這

樣一來，戈壁、沙漠、冰川、凍土和浩瀚的大海便成為中央之國的休止符，也就是所謂的邊

疆，即地理上的邊緣。中心與邊疆的歷史衝突是中國歷史的一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主旋律，

這個主旋律的主流是來自沙漠草原戈壁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之間的「對話」。中國中央政

權在兩千年的與遊牧民族的「對話」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種經驗可以從軟硬兩個方面來

歸納。硬體就是以萬裏長城為象徵的邊防，軟體的主要內容就是華夷之辨的優越意識和以夷

制夷策略。在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鋒芒逼進中國的邊疆之前，海疆始終沒有構成對中原的主

要戰略威脅。換句話說，近代以前，中央與邊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故事始終在陸權的範圍

內被演繹著，而陸上邊疆的主人即馬上民族除了在軍事上不時佔據對中央的優勢之外，別無

所長，即使入主中原也逃脫不了被同化的命運，中心和邊疆的對立因此有了價值上的高下優

劣之分。這就使我們進入了文化所界定的邊緣。即使是適合農耕的地區，哪怕有著中國那樣

的農業文明，因為地理位置、民族差異等原因，也有可能在文化上被視為邊緣，成為不必要

和不屑於由中央政府直接統治的地區。古代朝鮮和越南就是這樣的文化邊緣區。直至清代，

全民族的主流意識依然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

海外諸國，亦謂之裔。」11

海洋文明的特徵是不斷開拓新邊疆，邊疆對於商業－海洋文明，既是流動的，也是關鍵的，

海上探險和貿易是幾乎所有商業－海洋文明的生命線，而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對中華帝國

則是可有可無的。邊疆對於傳統中國的大部分時間來說是靜止的，只有安全和文化（體現漢

族中心主義）的意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以及這一大背景下西太平洋貿易和海權爭奪的

日趨激烈大大地衝擊了並且最終顛覆了基於大陸地理、農本經濟和儒家倫理而成立的古老中

華的中心－邊緣秩序。

台灣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長期的邊緣地位的一個表現就是：一部中國歷史，一句不講台灣，基

本上還是完整的。對比一下朝鮮、越南和德意志這些曾經的和現實的分裂民族，就不難理解

這一事實對國家統一的消極意義。南北朝鮮、東西德國和南北越南之間的地理界限大體上把

分裂的雙方分割成對等的兩半，這種對等，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歷史和文化意義上的。分裂

的雙方對於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大體相同的貢獻，離開了任何一方，民族的歷史都是不完整

的。正因如此，兩個朝鮮、兩個德國和兩個越南政治上軍事上雖然敵對，但民族認同的情緒



始終強烈，民族統一的目標始終得到雙方民眾的理解和支援。這是德國和越南最終統一的堅

實基礎，也是朝鮮民族必將統一的理由。凡是對朝鮮半島問題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懷疑半

島統一的最終前景，根本原因也在這裏。「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並存

的事實最終沒有影響各自的統一。中國中央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包括「階段性兩個中

國」，一個深刻的原因是，暫時的獨立可能會成為永久的分裂。而這一可能，追根溯源的

話，確實與台灣的邊緣身份有關。

三 在中華文明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環境下，偏安海隅與發展商品經濟

和外向型經濟有不解之緣

台灣成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和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地區，是有歷史根源的。中國歷史

的一個有趣的現像是：割據或偏安之海疆（東南沿海和台灣）天然傾向於海外貿易。在唐代

後期、南宋和明清更替之際，這一現象尤其顯著。這可以用地理的誘惑、民風的慣性和偏安

政權在中原政權壓力下的生存需要等來解釋。只有在失去了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失去了對

中原腹地的控制，偏安東南一隅的時候，生存的壓力和地理的便利才會驅使割據、偏安政權

容忍市場經濟和外向型經濟。

清初中國的外貿，由於清廷海禁，幾乎獨操於鄭氏。後者與日本、東南亞和西方都有頻繁的

貿易關係。鄭氏收復台灣，正是靠強大的海上力量。據台後，與澳門的葡萄牙人、呂宋的西

班牙人和爪哇的荷蘭人的貿易頻繁，雄踞遠東海上，年貿易額達數十萬金。英國東印度公司

在台灣設有商館，與鄭氏簽有商約，甚至向鄭氏提供火藥、槍炮等以換取中國產品。清軍攻

取台灣後，東印度公司在台商館才被關閉。12海上商業與海權有著天然聯繫，對海洋的商業

控制使海權成為必要和可能。鄭氏亦盜亦商的發跡史和其對台灣的二十多年統治是商業與海

權的密切關係的寫照。

1949年以來，在美國保護之下的台灣政權，為了能夠偏安，也像鄭氏政權一樣別無選擇地走

上了外向型經濟的道路；與此同時，大陸長期採取了類似清朝的閉關鎖國的發展政策，這不

得不令人產生歷史的聯想。

四 近代以來中國海權意識和能力的缺乏直接導致台灣問題的產生和分裂局面的長期化

對於傳統中國來說是雞肋的台灣，對於屬於海洋商業文明的西方列強則是一塊寶地。自十六

世紀下半葉以來，台灣前後十六次遭受日、美、荷、西、英、法等的侵略13。1854年，美國

海軍準將佩裏在逼迫日本開國之後又率軍艦兩艘登陸台灣。日本第一次踏上近代舞台，美國

軍事力量第一次出現在東亞，和海上列強對台灣的又一輪競逐，就這樣聯繫到了一起。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從對外擴張的第一刻開始就把台灣視為志在必得的囊中物，日本軍閥對中

國海疆不加掩飾的貪婪和後來居上的鋒芒，迫使清政府中的洋務派重視台灣，他們把台灣視

為拱衛大陸的第一道防線，台灣由是建省。這一舉措同發展南洋和北洋水師一樣，是在當時

的邊疆危機中海防論者布下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棋子。它們都標誌著中國近代海權意識的覺

醒，可惜同倭寇的後代相比，這種意識來得太晚而且微弱。晚清之經略近海是極不情願的，

這種被動消極緩慢笨拙的海洋努力一開始就採取了近海防衛的戰略，從而一開始就蒙上了失

敗的陰影，因為海上軍事力量的生命在於進攻而不是防禦。北洋水師以當時堪稱現代化的、



能夠進行遠洋攻擊的裝備，來消極地執行保家守土的職責，無疑是傳統中華文明安土重遷靜

態防禦的戰略思維的延續。與中國同時開始近代化的日本卻由於其島民的本能，一開始就領

悟到了海權的真正意義。

甲午海戰的失敗，在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裏阻止了中國走向海洋的步伐。台灣島的割讓使得台

灣從中國大陸的潛在的和理論上的安全前哨變成日本軍閥賴以全面侵華的不沈的航空母艦。

台灣的被割讓和遼東半島的被贖固然是中日兩國和西方列強三方角力的結果，但也直觀地反

應了兩個民族對疆土的價值偏好：島國日本視同為島嶼的台灣為更優良的戰略資產，而古老

的中華帝國更重視遼東半島拱衛京師和中原腹地的陸上屏障的價值。

1945年光復之後，台灣再次成為一個在爭奪中央政權的內戰中失敗一方的偏安之地。在這個

意義上，蔣介石具有和鄭成功一樣的戰略眼光，和同樣無奈的選擇。只是由於東亞和全球國

際格局的截然不同，蔣氏父子的運氣要比鄭氏祖孫三代（鄭成功、鄭經和鄭克塽）的運氣好

一些：一個比十七世紀的荷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更強大的海上文明，為了自己的地緣戰略

利益給了台灣偏安政權以強有力的支援。

1949年後中國充分的主權地位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在東亞地緣政治中的地

位，但是不可能同樣迅速和顯著地改變陸強海弱的傳統，不可能改變陸海複合國家的天然形

勢。地理因素和文明因素並不會因為政治變動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工業化對軍事的影響，在

海空戰方面遠甚於陸戰，因為海戰和空戰中傳統的人海戰術無濟於事，軍事謀略和勇武精神

在海空戰爭中受到的技術和經濟制約也要比陸戰大得多。因此中國可以在朝鮮戰爭、越南戰

爭中教訓世界頭號強國，而面對台灣海峽卻無可奈何；能夠在陸上邊境衝突中成功地保家衛

國，面對東海、黃海、南海上眾多的大陸架和島嶼被蠶食的現象卻苦無善策。新中國一開始

就延續了晚清近海防衛的戰略，其原因既有國力的限制也有觀念的落後，還有陸海複合的地

理態勢的天然制約。即使對於置身於海洋文明大系統之中、完成了現代化的法國和德國來

說，其陸海複合國家的地位都使其無法避免難以集中戰略資源的弱點，對於沿襲了傳統的大

陸文明、尚未完成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的中國來說，這種弱點更形突出。

1950年春的金門戰役本是進攻台灣的序曲，結果解放軍失利。在解放軍積極準備渡海攻台之

際，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美國承擔了保護台灣抗拒統一的義務，中

國統一的進程從此擱淺。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固然有英國國力的局限，但同香港與大陸鄰

接、沒有台灣海峽那樣的海洋天塹有直接關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結成抗蘇戰略同盟

的時候，中國並沒有以美國徹底放棄台灣作為條件，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失誤，其實

這是中國的無奈。當時的中國可以迫使美國人撤出越南，但卻無力迫使他們放棄台灣，原因

很簡單：談判桌上的收穫都是以實力為前提的。在越南的地面戰場中國給了美國足夠的教訓

（雖然是間接的），而在台灣海峽卻無力攻破第七艦隊的防線；當時全力對付北方威脅是頭

號戰略課題，同時中國已經表現出了在這個領域的實力，因而對於面臨同樣威脅的美國來說

具備了結盟的資格和價值，而同時應付海上危機則完全超出了中國的國力。以上事實再次使

人聯想起歷史：明代中國可以出兵朝鮮擊退日本，卻對日本海盜的沿海侵擾缺乏良策；晚清

雖然採納了左宗棠的海防與塞防並重的正確戰略，結果卻是塞防有所得，其表現為左宗棠收

復新疆，曾繼澤收回伊犁，而海防失敗；在中法戰爭中陸戰勝利（鎮南關大捷）而海戰失敗

（馬尾一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

以上歷史反映出中國在陸權上的天然優勢：廣袤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對付來

自陸上的外敵的悠久歷史和豐富謀略。有了這些優勢，只要有了初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就



能夠進行陸上的持久戰和消耗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沙俄能夠輕易蠶食中國北疆大片領

土，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還完全沒有現代化的任何因數，對外部世界和近代國際關係一無所

知，對於強鄰的覬覦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而一旦中國在現代化上有了起碼的起色之後（以洋

務運動為標誌），這樣的陸地蠶食就越來越困難，當中國能夠在政治上決定自己的命運之

後，這種蠶食便成為歷史。

五 作為陸海複合大國的中國向陸海複合文明的方向發展，導致了統一的不確定性

二十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創舉，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

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象徵著一個內向發展的大陸文明和農業民族終於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在這之前，海峽兩岸儘管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峙著，但是由於雙方發展路徑的不同，台灣問題

主要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即誰代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代表著東亞歷史上一個

前所未有的事態，即中國這個巨大的陸海複合國家正在從單純的大陸文明向陸海複合文明發

展。這個事態使得中國同美日的矛盾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戰略性。控制西太平洋的制海權是美

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既定國策，如果中國統一問題的背景依然是大陸型內向型的發

展，那麼即使實現了統一，這種統一也不會對美日的制海權構成實質性威脅，不會對半個世

紀以來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構成真正挑戰，這樣的統一在國際關係和中國發展上的意義與康

熙朝收復台灣沒有太大的差別。然而也正是由於這一昭然若揭的差別，注定了中國統一之途

的漫長和艱難。和美日這些傳統的海洋大國相比，中國在外向型發展和海洋經略方面畢竟是

個後來者。而以中國國力的現狀和發展勢頭，中國的統一訴求很難避免被某些國家特別是美

國視為對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主導權的爭奪。

同與弱國為鄰的美國不同，中國在陸上和海上都有強鄰環視，自身的現代化又尚未完成，因

此它的陸海複合地位使其更容易陷入陸防和海防顧此失彼或戰略資源難以集中的困境。冷戰

結束後，中國在西北邊疆和東南海疆面對的困難不禁使人想起同治光緒年間塞防和海防難以

兼顧的危機局面，現在的西北分離主義的威脅可能不及當初那麼嚴重，但台海危機的嚴重性

絲毫不亞於一百多年前。美國兵進中亞，同時加強日美同盟，支援漸進台獨等等舉措，至少

客觀上利用了中國陸海複合國家的弱點。

既然海洋事業和海洋意識的落後是台灣問題產生和演化的戰略和歷史根源，那麼，結論應該

就是：補上這一課有助於統一。當代中國置身於不可阻擋的全球化大潮之中，其自身的市場

化和融入世界的進程也已經不可逆轉。可這種補課的努力又堅定了美國阻止中國統一的意

志。這些因素使得統一的進程和前景顯得有些撲朔迷離。可從全文的論證中不難看出，中國

唯有知難而進，才是希望所在，退回到閉關自守的狀態，既無可能，也將撲滅統一的最後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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